
 

 

子女近邻而居，胜于同一屋檐？*

—居住安排与中国农村老年人认知健康

余央央1，陈    杰2

（1.  上海财经大学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上海 200433；2.  上海交通大学 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上海 200030）

摘   要：文章将子女居住距离纳入农村老人居住模式对认知健康影响的研究范畴。利用中国健

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CHARLS）和控制可能的内生性偏误后，文章的研究显示：首先，老人夫妻同

住比亲子居住更利于其认知健康，但一人独居则难有认知健康收益；其次，夫妻同住且子女同县的

近邻居住对老人认知健康最有利，但随着老人年龄增长，子女近邻居住所获得的认知健康收益会逐

渐下降；再次，就机制而言，主要源于家庭照料可及性对改善老人认知健康的作用，异质性分析则进

一步表明，家庭照料可及性和隐私自由权的健康收益之间存在一定替代关系，且替代关系的边际平

衡点在不同老人中存在差异。文章的研究为平衡传统家庭老年照料责任和子女就业发展、促进新型

城镇化和“健康老龄化”的协同发展提供了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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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伴随改革开放而兴起的城镇化大潮中，数以亿计的农村青壮年因为外出务工而发生长途迁

移，这使得中国农村老年人传统上与子女共同居住（下文均称亲子同住）的居住模式遭受了持续

的大冲击（王跃生，2013）。比较历次人口普查数据发现，中国农村 65 岁以上老人亲子同住比例

从 1990 年的 71.3% 下降为 2010 年的 56.5%，相应地，独立居住的比例从 27.1% 快速上升到 42.2%
（Zeng 和 Wang，2018）。由此引致的一大担忧是，原先中国传统文化中老年人通过与子女共同居

住来获取家庭照料资源从而实现安度晚年的优势可能会在城镇化浪潮下日渐消减。这种时代快

速变迁而带来的经济资源及心理冲击很可能会对老年人健康产生诸多负面影响。

尤其 2010 年以来，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推进和工业化的继续深化，农村青壮年人口

还将持续向城镇地区迁移。但一些研究却发现对父母照料的责任影响了农村青壮年的迁移决策

（康传坤，2012；Bodvarsso 等，2016），这预示着随着父母变老，农村劳动力外出迁移距离会变近或

回乡“拉力”会增强。近年来我国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格局也确实出现了一个新趋势，即跨省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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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迁移比例下降、省内的短途迁移比例上升，且省内县际的流动更具有永久性（刘涛等，2015；

Bodvarsson 等，2016）。本文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CHARLS）的研究也发现，尽管农

村老人独立居住比例继续增加，但也有迹象显示农村青壮年离父母居住距离逐渐变近，越来越

多地居住在同一县市内，即出现“分而不离”或者“离土不离县”的近邻而居的格局。城镇化进程

中农村老年人居住模式变迁与其健康之间的关联性，值得更多的研究来关注。

尽管关于居住模式与老年人健康之间关系的研究目前已有不少，大量文献从自评（躯体）健

康和精神（心理）健康等不同健康指标来考察（任强和唐启明；2014；许琪，2018；陈光燕和司伟，

2019），但还较少有文献从认知健康指标来考察。一些文献虽有所涉及（王萍等，2016），但针对农

村的研究还很少，且缺乏对不同维度认知健康指标的详细研究。一方面，考虑到认知健康水平下

降对经济社会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以及我国未来农村老龄化程度日渐严峻和快速增加的农村

老年人数量，有必要对这一问题开展更为细致的研究。①另一方面，大部分已有文献对居住模式

的划分主要限于区分亲子同住和独立居住（一人独居、夫妻空巢）两类，尽管也有少量文献开始将

子女居住情况纳入考虑（Connelly 和 Maurer-Fazio，2016；董晓芳和刘茜，2018；许琪，2018），但均未

针对老年认知健康展开研究，且缺乏严格的因果推断分析。

针对以上研究空白，本文利用 2011−2015 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数据，结合子女居住情况

研究老年人居住模式对认知健康的影响，主要有三方面的贡献：首先，本文采用更为细化的指标

全面刻画老年人认知健康。具体而言，从记忆力和智力完整性两个维度来衡量，这与已有文献采

用比如认知能力量表（MMSE））来整体性判断认知健康水平不同，本文的做法可以更深入地分析

居住安排对认知健康不同维度产生影响的差异，从而对相关政策制定更有指导性；其次，本文进

一步细化了居住模式的衡量指标。不仅细分子女居住（同村、同县、远距离居住），还考虑了老年

人独立居住内部的结构差异。这不仅有利于探求子女近邻居住的最优居住模式，而且有利于甄

别其中的影响机制−不同居住模式中家庭（子女）照料可及性与老人隐私自由权之间在认知

健康收益中的替代性，这是被以往文献所忽视的。再次，通过异质性分析重点捕捉高龄老人在家

庭照料可及性与隐私自由权之间的权衡，进一步刻画居住模式影响认知健康的机制。此外，与以

往文献不同，本文主要利用多期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以及尝试选取不同工具变量的方法尽

量克服居住模式和认知健康之间的内生性问题，以获得更好的因果推断。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在我国农村社会化照料体系还很不健全的情况下，本文还结合快速城

镇化的历史变迁大背景和新型城镇化的最新趋势来探讨农村青年如何平衡个人发展和照料老

人，即把居住模式视为家庭成员在家庭共同福祉最大化决策中平衡家庭照料需求和子女个人发

展之间矛盾冲突的一个关键性着力点，可以为家庭层面的集体行为决策研究提供更丰富的视角

和更多的实证证据，也可为宏观层面实现新型城镇化道路和“健康老龄化”的协同发展指出一条

可能的途径。从这一角度而言，本文研究兼具政策含义和学术意义。

二、文献回顾

老年人不同的居住模式意味着不同养老照料资源的配置和获取方式。通常而言，亲子同居

住在同一屋檐下，获得子女日常照料的可及性较高，有助于健康改善。但有较多文献指出，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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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人类老化过程必然出现认知功能退化，会对经济社会产生较大的负面效应。比如：认知功能退化不仅会影响老年人劳动参与、退休储

蓄、投资理财和孙辈照料等个体行为的决策能力，而且还更易出现遭遇诈骗和自残、自杀等影响家庭及社会稳定的问题。认知功能衰退也被

认为与阿尔海默兹（失智）、失能等疾病有重要关联性。我国失智老人已从 1990 年的 368 万人迅速增加到 2010 年的 920 万人，医疗、护理费

用负担都在快速加重（Lei 和 Liu，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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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住的老人有可能出于利他动机而将资源（现金、非现金）转移给子女，或者过度依赖子女照顾从

而减少、降低对自身健康投资（比如锻炼健身等）的欲望，以及两代人不同价值观、传统观念弱化

等导致代际冲突和矛盾激化并不利于老人健康（Cameron 和 Cobb-Clark，2008；Maruyama，2015）。

甚至一些研究发现与多个子女共同居住所产生的代际冲突会导致老人认知功能下降（Bordone 和

Weber，2012）。可见，亲子同住对老人认知健康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同时，不少文献认为，老人独立居住可以通过拥有隐私自由权而享有较高的幸福感和健康

水平，但基本上都是来自发达国家的实证结果（Maruyama，2015）。一个可能的原因在于，发达国

家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和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老人独立居住时既可以便捷获得市场化照料资源

（可以替代亲子同住时的子女照料），又可以避免由亲子同住带来的代际冲突等不利于老年健康

的因素（United Nations，2013）。但是在经济欠发达、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健全的国家，老年人更依赖

家庭照料资源，其独立居住既不能便捷获得市场照料资源，同时子女照料可及性的下降有可能

不利于其健康改善。①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还需要区分老人独立居住内部结构−夫妻同住还

是一人独居。一人独居的老人由于身边无人照料和缺乏便捷沟通交流方式，易使认知功能下降，

尤其一人独居会更易患精神抑郁，而抑郁症状（情绪）会增加皮质醇的产生，从而损坏大脑记忆功

能的存储器（海马），导致认知功能进一步下降（Kalmijn 等，1998）。夫妻同住由于有配偶的照料支

持，夫妻间日常便捷、面对面的交流沟通和亲密关系可以有效保护认知功能下降速度，为此夫妻

同住下的独立居住比一人独居的认知功能下降风险小（Van Gelder 等，2006）。

虽然城镇化和地区发展不平衡等因素所驱动的子女外出迁移促使老年人的居住模式从亲

子同住转向独立居住，但独立居住时子女近邻而居（proximate residence）的现象也越来越多（Kim，

2014；Lei 等，2015）。居住较近的子女一般都会比居住在远处的子女提供更多家务料理和陪伴探

望等照料活动（鄢盛明等，2001；Gruijters，2017），而这可能通过及时监督老年人健康行为和提升

医疗服务可及性等渠道来改善维护其健康（Johar 和 Maruyama，2014；Ma 和 Wen，2016；余央央和

封进，2018）。②尤其子女对日常生活起居的照料和与老人交流（精神慰藉）有助于刺激老人智力

开发，从而增加脑神经生长、保持较低的大脑退化从而减缓认知功能下降（Engelhardt 等，2010）。

显然亲子同住和独立居住两类居住模式中，家庭照料可及性与老人隐私自由权存在此消彼

长的关系，对认知健康产生的最终收益要视家庭照料可及性的健康收益与隐私自由权的健康收

益之间孰大孰小而定。但子女近邻而居却能将家庭照料可及性与老人隐私自由权进行“融合”，

既能维护老人独立居住时的经济独立性、隐私权和安排生活的自主性，又能让老人获得必要和

适度的传统家庭照料支持（Gruijters，2017）。换言之，独立居住、亲子同住时隐私自由权获得的健

康收益与子女照料可及性获得健康收益之间可能存在替代性，而近邻居住能更好地予以平衡。

但有理由相信，子女近邻而居的健康收益可能存在差异。比如：是夫妻同住还是一人居住，以及

不同年龄段和不同教育程度的老人群体可能也有差异，但上述推断还有待实证检验。

目前专门针对子女近邻而居的国内外研究较少。Kim（2014）利用韩国数据，将子女与父母居

住在公共交通 30 分钟之内可到达的距离定义为近邻而居，超过 30 分钟定义为远距离而居，发现

夫妻同住且子女近邻而居的健康水平（比如：抑郁、生活自理能力等）比亲子同住高。而针对中国

的研究中，Connelly 和 Maurer-Fazio（2016）将子女同村居住视为近邻居住，并发现这种居住模式

更有利于农村老年人的精神健康；董晓芳和刘茜（2018）将子女居住区分为同屋、同村、同县，发现

同村居住更有利于老人精神健康，且相比于城市，对农村老人更有利。许琪（2018）将子女同县居

余央央、陈    杰：子女近邻而居，胜于同一屋檐？

① 从全球范围看，经济不发达区域 60 岁以上老人以亲子居住为主（高达 75%），但经济发达区域仅为 27%，老人以独立居住为主。

② 国内外文献总体上认为经济支持（代际转移）不太受子女居住距离远近影响，但生活照料受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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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定义为近邻居住，发现所有子女都远离老人居住最不利于其精神健康。但本文与上述文章在

居住模式和健康指标上均有所不同，且本文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方法来解决内生性问

题，以获得因果推断。

三、研究设计和模型设定

本文的分析框架主要是在将居住安排层层推进细分的同时，探究其中可能的影响机制。最

初将居住安排划分为亲子同住和独立居住两大类，而后再逐步将子女居住范围纳入考虑，并结

合老年人独立居住内部结构不同以构造更为细分的居住安排，在这一过程中逐渐甄别不同居住

模式对认知健康产生的影响差异。具体而言在研究影响机制时，主要从家庭照料可及性的角度

来考察。首先，细分近邻居住并结合独立居住内部结构（一人独居和夫妻同住）以检验配偶照料

和子女照料可及性对认知健康的不同影响；其次，检验子女照料可及性是否是通过交流、见面这

一渠道影响老人认知健康，并通过匹配预期居住模式与实际居住模式的样本来进一步检验。

在居住模式对健康影响的实证研究中，最大的挑战来自于内生性问题。首先，居住模式的选

择与老人本身健康状况息息相关，较差的健康水平会使得老人更易于亲子同住（或子女居住距

离更近）以便获得照料，而健康较好的老人更易采取独立居住模式，同时不同的居住模式又会反

过来影响老人健康水平，显然两者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且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样本自选择问题。

其次，一些遗漏变量（比如老人的健康禀赋、隐疾、遗产馈赠等都不易在问卷中显现或被观测到）

既会影响居住模式的选择，也影响老人的健康。国内外相关实证研究中，试图去解决内生性偏误

并不多，且主要采用工具变量（IV）的方法，而本文除了采用 IV 方法外，还采用了固定效应（FE）模型。

FE 模型能有效解决不随时间变化的未观测遗漏变量（比如健康禀赋和偏好等）问题；同时

为避免已有健康水平对居住模式选择的影响，采用是否有慢性病作为健康的代理变量，理由在

于慢性病多是由基因或饮食习惯和生活环境等长期因素引发的，不易痊愈（Böhme 等，2015），这

会影响老人居住模式选择，但不易被居住模式所影响。然而仍可能存在其他遗漏变量引致的反

向因果关系或自选择效应。为此，本文也使用工具变量的两阶段法（2SLS）进行稳健性检验。

Yit livingit

Xit λt δs

µi ηit

α1

FE 模型设定如方程（1）所示。 表示个体 i 在 t 期的认知健康， =1 表示个体 i 在 t 期居

住模式（亲子同住、独立居住、近邻居住）； 表示个体 i 在 t 期的个体和家庭特征。 、 分别表示

年份哑变量和区域哑变量， 表示老人 i 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固定效应， 表示随着时间而变化

的（time-varying）个体误差。主要通过系数 来分析居住模式与认知健康之间的关系。

Yit = α0+α1livingit +α2Xit +λt +δs+µi+ηit （1）

IVi两阶段法（2SLS）的模型设定如方程（2）和方程（3）所示。其中 表示工具变量，其他变量与

方程（1）式相同。将第一阶段（方程（2））对居住模式的回归中获得的拟合值代入到第二阶段以获

得对认知健康水平的估计。而有效工具变量需要满足以下两点：第一，工具变量与居住模式相

关；第二，工具变量只能通过影响居住模式这一唯一途径影响健康（具有外生性）。通常认为家庭

层面的变量是一个良好的选择，即会直接影响家庭对老人居住模式的决策，但并不影响老人个

体层面的健康，比如子女（女儿）个数和最年长子女的性别等。一些文献比如 Do 和  Malhotra

（2012）采用儿子个数、最年长的孩子是女儿作为工具变量，Johar 和 Maruyama（2014）以及 Maruyama
（2015）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考虑到子女个数有可能反映父母最初的健康禀赋，最年长子女的

性别相对更具外生性，且最年长子女的性别可以通过影响居住模式来影响老人健康，这个逻辑

在传统亚洲文化中尤为突出。因为这些地区盛行儿子在照料父母中承担基本责任，尤其在我国

农村，父母大多与儿子居住，即使有文献指出中国农村老人并不一定总与长子住在一起（Ma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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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2016）。另一方面，参考 Maurer-Fazio 等（2011）和 Connelly 等（2014）的做法，我们还选取村层

面上老人独立居住比例作为 IV，此变量可以反映地区文化传统（比如对老人独立居住的态度）及

当地住房成本等，而这些都明显影响老人独立居住的可能性。

livingi = α0+α1IVi+α2Xi+λt +δs+εi （2）

Yi = β0+β1livinĝi+β2Xi+λt +δs+ηi （3）

考虑到家户调查中可能存在家庭成员虽然户籍上登记在册但实际外出流动的情况。因此，

根据实际居住在家的家庭成员（能实质性提供家庭照料）来界定居住模式更为严谨，即将外出打

工或超过一定时期不住家的家庭人员排除在外。如 Connelly 和 Maurer-Fazio（2016）发现，如果考

虑家庭成员的实际迁移，中国农村老人实际独立居住比例将从 26% 上升到 36%。因此，本文将采

取类似方法来作为界定居住模式的另一种依据。

此外，追踪数据中会出现健康风险高的人群易于死亡导致失去追踪，而存活人群可能具有

更好的健康水平，即出现“幸存者偏差”或“由死亡引致的样本选择性”（mortality selection）的情况

（Vaupel 等，1979）。一种解决方法是检验退出人群与持续跟踪人群在健康水平上是否存在显著

性差异，若无则可以认为退出人群具有随机性（Yu 和 Sloan，2017）。

四、数据与统计描述

中国养老与健康调查追踪数据（CHARLS）是针对我国 45 岁及以上中老年家庭和个人开展

的一项调查。本文从 2011 年、2013 年和 2015 年三轮样本数据中选取 60 岁及以上、至少有一个

子女、被连续跟踪至少 2 次以上的农村受访者作为研究对象，筛选后共有 13 602 个有效样本。以

下对关键变量的选取与统计特征进行说明。

（一）居住模式。将居住模式分为独立居住和亲子同住（二代同住、三代同住）。样本显示，老

人独立居住比例从 2011 年的 45.36% 略上升到了 2015 年的 46.04%。相对于独立居住，将离老人

最近的子女住在同村、本县/市的其他村/社区时视为近邻居住，住在本省的其他县/市、外省、国外

（简称外县以外）则视为远距离居住。分年龄段对比可以发现（图 1），随着老人年龄的增长，老人

独立居住的比例从 60−64 岁的 36.83% 提高到 75 岁以上的 46.87%，同时子女近邻居住比例也迅

速上升，从 60−64 岁的 31.22% 提高到 75 岁以上的 42.88%；而子女远距离居住从 60−64 岁的

5.29% 下降至 75 岁以上的 2.3%。这说明随着老人年龄增长，子女远距离迁移比例有可能下降，

更多转向了近距离迁移，佐证了前文提及的老龄化进程加速使得子女“回乡”拉力增长。

进一步按照子女数量细分，从图 2 可以发现，近邻居住与子女数量有较大的关系。全样本

中，近邻居住占独立居住比例约为 90%，但当只有 1 个子女时，近邻居住占比约为 62%，远低于

2 个或更多子女时的比例（91%），这与其他亚洲国家的情况非常类似（Zimmer 和 Korinek，2008）。

可能的原因在于子女数量较多时，有一些子女迁移，另一些子女并没有迁移，因此近邻居住的比

例更高。①考虑到本文数据均为 1951−1955 年出生的老年人，有 2 个以上子女的老人占比高达

96%，受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较小，因此可以认为在我国农村地区现阶段存在较为广泛的子女

“分而不离”或者“离土不离县”的近邻而居的格局。

（二）认知健康。认知健康作为精神健康的一个重要指标，是通过感觉、记忆、推理和决策等

方法获得信息并进行处理的心理过程。参照 Lei 和 Liu（2018），本文主要采取记忆力和智力完整

余央央、陈    杰：子女近邻而居，胜于同一屋檐？

① 比如：数据显示老人有 2 个以上子女时，无论是一人独居还是夫妻同住，子女同村比例分别为 74.64% 和 66.47%，但同时有子女同县比

例分别为 41.04% 和 39.64%；有子女远距离比例分别为 48.38% 和 51.63%，表明既有子女迁移在同县或更远地方，也有子女留守在同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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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两个指标。首先，任何一种认知能力都需要建立在回忆能力的基础上，因此片段记忆（episodic
memory）是认知健康的一个重要指标，主要由瞬时回忆和延迟回忆构成，分数区间为 0−20。其

次，通过认知功能电话问卷量表（Telephone Interview of Cognitive Status，TICS）来捕捉个体的精神

状态或智力完整性（mental intactness），由方位（orient）、计算能力和能否画图能力构成。方位是指

受访者需要说出受访当天的日期（年、月、日）、星期几以及季节，每答对一题，得分为 1，区间是

0−5。计算能力是指受访者将整数 100 减 7（连续 5 次），可以反映出个体推理能力水平（从更高水

平反应受试者认知能力），如果每次都对，得分为 1，否则为 0。询问能够画图的得分为 1，否则为

0。上述三项总分为 11。认知健康指标得分越高，表明认知能力越强，在学习和处理信息及推理

逻辑方面的能力越好。

（三）其他变量。其他控制变量中的个体特征主要包括年龄、婚姻、性别、教育程度、是否有工

作（非农或农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同时以省份和年份为单位将样本依据人均家庭收入分

为 3 个等级，并将收入缺失值列为第 4 等级。另外，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城乡划分的标准，分为

7 个类别（主城区、城乡结合区、镇中心区、镇乡结合区、特殊区域、乡中心区和村庄）来控制地区

固定效应。在慢性病上采取高血压的生化客观指标，即受访者被要求测量 3 次，选取 3 次测量平

均收缩压大于等于 140 mmHg 或平均舒张压小于等于 90 mmHg，认为患有高血压，赋值为 1；否则

认为血压正常，赋值为 0，将高血压缺失值赋值为 1，否则为 0。子女特征包括子女个数、女儿个

数、第一个孩子性别为儿子、有子女是城镇户口、有 16 岁以下的孙子女以及村层面上老人独立居

住比例（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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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分年龄的居住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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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子女个数与老年人居住模式

表 1    统计描述

被解释变量、家庭特征和工具变量 均值 标准差 个人特征变量 均值 标准差

记忆分值 5.36 3.38 60−64 岁（=1） 0.26 0.44

智力完整性分值 5.74 3.35 65−69 岁（=1） 0.29 0.45

独立居住（=1） 0.43 0.50 70−74 岁（=1） 0.21 0.4

子女近邻而居（=1） 0.38 0.49 75 岁以上（=1） 0.24 0.04

子女远距离而居（=1） 0.04 0.21 有非农或农业工作（=1） 0.52 0.5

亲子同住（=1） 0.57 0.50 男性（=1） 0.48 0.5

一人独居+子女同村居住（=1） 0.05 0.22 小学以下（=1） 0.66 0.47

一人独居+子女同县居住（=1） 0.01 0.11 有配偶 0.8 0.4

一人独居+子女远距离居住（=1） 0.01 0.08 有医疗保险（=1） 0.93 0.26

夫妻空巢独居+子女同村居住（=1） 0.24 0.42 医疗保险缺失值（=1） 0.06 0.23

夫妻空巢独居+子女同县居住（=1） 0.08 0.28 有养老保险（=1） 0.73 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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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独立居住与亲子同住：基准估计结果。使用 FE 模型，仅控制个人特征，表 2 第（1）和（2）

栏回归结果显示，在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老年人独立居住与其认知健康水平有显著正向关联。

具体而言，相对亲子居住，独立居住老人智力完整性高出约 0.14 分值（10% 显著水平），幅度约为

3%；独立居住与老人的记忆力虽然也有正向关联，但不具统计显著性。进一步控制家庭子女特

征，表 2 第（3）和（4）栏回归结果显示，相比亲子同住，独立居住老人的智力完整性略高些，约为

0.16 分值（5% 显著水平），但对记忆力并没有显著影响。可见，不同维度的认知健康指标对居住

模式的敏感性存在差异。考虑到记忆力是液态智力（fluid intelligence），在成年早期达到高峰后即

开始缓慢下降，进入老年阶段后衰退进程加快；而智力完整性更多的是晶态智力（crystallized
intelligence），与个体经验和人生经历相关，因此在成年后仍可能会随年龄而增长，达到一定年龄

阶段后才出现显著的减少（李德明和陈天勇，2006；McArdle 等，2009），因此记忆力退化在临床上

更早发生，但智力完整性更有可能通过交流刺激从而缓减退化速度，可能对居住模式安排更为

敏感。

由于 2015 年记忆力分值中 0 的占比为 16.82%，分布呈左偏，为避免可能的有偏估计，采用分

年龄段、年份计算的 z 值作为被解释变量再次检验。回归结果发现，相对亲子同住，独立居住老

人的智力完整性 z 值会高出 0.04 个标准差（10% 显著水平），但记忆力不显著，与表 2 第（1）和（2）

栏回归结果基本保持一致。①表明回归结论不受被解释变量取值标准的影响。

 

续表 1    统计描述

被解释变量、家庭特征和工具变量 均值 标准差 个人特征变量 均值 标准差

夫妻空巢独居+子女远距离居住（=1） 0.04 0.19 养老保险缺失值（=1） 0.04 0.2

子女个数 3.92 1.69 高血压正常（=1） 0.32 0.47

女儿个数 1.9 1.39 高血压缺失值（=1） 0.21 0.4

有子女是城镇户口（=1） 0.24 0.42 人均家庭收入较高（=1） 0.37 0.48

有 16 岁以下的孙子女（=1） 0.81 0.39 人均家庭收入中等（=1） 0.26 0.44

第一个孩子是儿子 0.56 0.5 人均家庭收入较低（=1） 0.34 0.47

社区/村层面独立居住比例 0.43 0.24 人均家庭收入缺失（=1） 0.04 0.19

表 2    居住模式对老年认知健康的影响（参照组：亲子同住）

（1）记忆力 （2）智力完整性 （3）记忆力 （4）智力完整性

FE FE FE FE

独立居住 0.047（0.086） 0.139*（0.072） 0.044（0.088） 0.159**（0.072）

个人特征

65−69 岁 0.262**（0.118） 0.184**（0.088） 0.249**（0.121） 0.15*（0.091）

70−74 岁 0.12（0.203） 0.211（0.153） 0.11（0.207） 0.162（0.157）

75 岁以上 −0.113（0.288） 0.239（0.213） −0.141（0.293） 0.154（0.217）

有非农或农业工作（=1） 0.683（0.542） 0.548（0.429） 0.652（0.536） 0.611（0.439）

有配偶（=1） 0.281***（0.087） 0.297***（0.07） 0.278***（0.089） 0.308***（0.067）

有医疗保险（=1） −0.078（0.274） 0.062 1（0.198） −0.108（0.277） 0.022（0.2）

医疗保险缺失值（=1） −0.601（0.394） −0.343（0.251） −0.671*（0.404） −0.353（0.251）

余央央、陈    杰：子女近邻而居，胜于同一屋檐？

① 篇幅所限，未列出被解释变量是认知健康 z 值的具体回归表格（下文也相同），如有需要可与作者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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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子女个数、女儿个数、第一个孩子是儿子和村层面老人独立居住比例 4 个变量作为工

具变量，最终发现后两个变量能通过一系列检验。利用 2011−2015 年截面数据，依照公式（2）和

公式（3），第一阶段回归结果（表 3）发现，村层面独立居住比例、最年长子女是儿子均与老人独立

居住之间具有正相关性（分别在 1% 和 5% 水平上显著），可能长子有更高概率出去打工以承担养

家的责任，从而使得老人更易独立居住。联合检验 F 值大于 10，拒绝“弱工具变量”假设；过度识

别检验 p 值均大于 10%，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2SLS 模型结果显示，独立居住虽然对老人记忆力

无显著性影响，但会让智力完整性上升 0.6 分值（1% 显著水平），是原有 FE 估计结果的 4 倍，利

用 z 值也有相似结果。上述结果表明与 2SLS 模型相比，FE 模型可能低估了居住模式对智力完整

性的影响效应，但至少表明此估计值属于最低界限（low bound），在后文中均使用固定模型进行估

计。进一步将外出超过 6 个月的家庭成员（仅在 2011 年问卷中有此问题）排除后，重新界定居住

模式，发现老人独立居住从原先的 45.36% 上升到 51.57%。在通过一系列相关检验后，实证结果与表 3
相差不大（限于篇幅，未列出回归表格）。
 

表 3    居住模式对老年认知健康的影响（IV）

（1）独立居住 （2）记忆力 （3）独立居住 （4）智力完整性

IV-阶段 1 2SLS IV-阶段 1 2SLS

独立居住 − −0.087（0.217） − 0.598***（0.174）

村层面独立居住比例 0. 964***（0.009） − 0.953***（0.009） −

第一个孩子是儿子 0.03**（0.012） − 0.028**（0.012） −

R-squared 0.288 1 0.172 0.288 3 0.376

观察值 12 264 13 182

F 检验 5 440.51 6 263.58

Hansen J statistic p = 0.4672 p = 0.3454

　　注：控制个人特征（年龄、性别、教育、婚姻、高血压、工作、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人均家庭收入（4 个等级）；子女特征（有子女是城

镇户口、有 16 岁以下的孙子女）；区域哑变量；还控制了时间虚拟变量。

 

续表 2    居住模式对老年认知健康的影响（参照组：亲子同住）

（1）记忆力 （2）智力完整性 （3）记忆力 （4）智力完整性

FE FE FE FE

有养老保险（=1） 0.039（0.141） −0.009（0.094） 0.062（0.143） 0.037（0.092）

养老保险缺失值（=1） 0.247（0.286） −0.201（0.202） 0.281（0.282） −0.186（0.205）

高血压正常（=1） 0.03（0.087） −0.011（0.064） 0.029（0.09） −0.023（0.064）

高血压缺失值（=1） −0.201*（0.118） −0.031（0.084） −0.204*（0.12） −0.032（0.085）

人均家庭收入中等（=1） 0.134（0.092） 0.142**（0.062） 0.128（0.093） 0.143**（0.063）

人均家庭收入较高（=1） 0.121（0.097） 0.126*（0.066） 0.144（0.096） 0.118*（0.066）

人均家庭收入缺失（=1） 0.084（1.031） 0.1（0.67） −0.21（1.026） −0.02（0.717）

子女特征

子女个数 − − −0.217**（0.098） −0.084（0.073）

女儿个数 − − 0.18（0.114） 0.07（0.09）

有子女是城镇户口（=1） − − 0.166（0.127） −0.035（0.093）

16 岁以下的孙子女（=1） − − 0.062（0.13） 0.093（0.091）

时间、区域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观察值 12 658 13 602 12 448 13 372

R-squared 0.068 0.026 0.070 0.027

　　注：括号内为聚类（村层面）标准差。***、**、*分别表示 1%、5% 和 10% 的显著性。下表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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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对于可能存在的样本损耗问题，我们还检验了退出样本与持续跟踪样本健康水平是

否存在显著性差异。2011 年和 2013 年退出的样本共有 577 人。检验结果显示，退出样本的记忆

力、智力完整性分值（均值为 5.48 和 5.36）与持续跟踪样本（均值为 5.36 和 5.74）并没有显著性差

异（在 10% 的水平）。这至少没有证据表明分析样本的认知健康水平偏高。

（二）近邻而居与亲子同住（同一屋檐）：子女最优距离探查。将独立居住细分为子女近邻和

远距离，表 4 第（1）和（2）栏的回归结果显示，相比亲子同住，子女近邻时老人的智力完整性会高

出 0.16 分值（5% 显著水平），但子女远距离则没有显著差别。显然老人独立居住且子女近邻能获

得比亲子同住更高的认知健康水平，符合之前提出的老人与子女居住距离存在一个最优区间的

预判。子女近邻既使老人获得必要的子女照料，又保持比较充分的隐私性和自由性，产生了双重

健康收益。这一发现不仅丰富了文献在居住模式健康效应问题上的认识，也深化了对家庭集体

福祉最大化决策的理解。

将子女近邻进一步细分为同村和同县，显然前者家庭照料可及性比后者大。但表 4 第（3）和

（4）栏回归结果却发现，相比亲子同住，子女同县时老人智力完整性提高了 0.28 分值（5% 显著

性），但子女同村并无显著性差别。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子女同村虽然可以提高照料可及性，但同

时老人隐私自由权下降或者代际冲突、家庭矛盾激化有可能会抵消前者的健康收益。
 

表 4    细分子女近邻居住安排对老年认知健康的影响（FE，参照组：亲子同住）

（1）记忆力 （2）智力完整性 （3）记忆力 （4）智力完整性

FE FE FE FE

子女近邻而居 0.02（0.091） 0.163**（0.075） − −

子女同村居住 − − −0.053（0.105） 0.123（0.082）

子女同县居住 − − 0.23（0.142） 0.277**（0.114）

子女远距离居住 0.289（0.226） 0.148（0.148） 0.330（0.228） 0.169（0.152）

观察值 12 408 13 333 12 408 13 333

R-squared 0.069 0.028 0.070 0.028
 
 

如 果 此 猜 想 成 立 ， 可 进 一 步 推 论 ， 考 虑 到 配 偶 是 最 主 要 的 家 庭 照 料 提 供 者 （ Kim， 2014；

Gruijters，2017），夫妻同住的老人可以更少依赖子女（子女居住较远引致照料可及性下降对健康

影响较少），因此更有可能出现子女同县时老人认知健康水平高于子女同村。将独立居住细分为

一人独居和夫妻同住后，表 5 第（1）和（2）栏结果均验证了此猜测（系数明显大于全样本回归系数

（见表 4 第（3）和（4）栏）），进一步确认了子女同县的优势。然而，当老人一人独居时，无论是子女

同村还是同县或居住更远，老人记忆力和智力完整性都没有任何显著性优势。
 

表 5    子女近邻居住安排、老年人居住对老年认知健康的影响（FE，参照组：亲子同住）

（1）记忆力 （2）智力完整性

一人独居+子女同村居住 −0.14（0.271） 0.2（0.182）

一人独居+子女同县居住 −0.327（0.354） 0.166（0.266）

一人独居+子女远距离居住 −0.019（0.516） −0.008（0.394）

夫妻同住+子女同村居住 −0.034（0.112） 0.107（0.091）

夫妻同住+子女同县居住 0.332**（0.158） 0.297**（0.125）

夫妻同住+子女远距离居住 0.403（0.253） 0.205（0.168）

观察值 12 408 13 333

R-squared 0.070 0.028

　　注：控制变量同表 3。下表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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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可以发现，配偶之间提供的家庭照料占主导地位，子女照料仅是补充，因此子女居

住较远导致子女照料可及性下降并不会对有配偶老年人认知健康产生显著负面影响，相反老人

与子女保持一定的居住距离可以减少亲子同住在同一屋檐下对认知健康产生的负面影响（主要

可能源于隐私自由权下降、代际冲突与家庭矛盾增加等）。然而当老人孤身一人没有配偶时，子

女照料可及性会极大影响认知健康收益，而独立居住时隐私自由权的认知健康收益有可能减

弱，即家庭照料可及性与隐私自由权在认知健康收益中出现替代性，此时缺失配偶照料的情形

下独立居住的益处大大减弱，独立居住并不一定是一个占优策略。①

（三）影响机制检验：家庭照料可及性的作用。正如前文所述，不住在一起的子女最有可能通

过见面（陪伴探望）、交流来为老人提供日常照料和精神慰藉。为此，将子女中见面、交流次数最

多作为家庭层面上父母获得子女照料可及性，具体而言，每周 2−3 次和差不多每天见面归类为

2 次以上/周，每周或每半个月一次归类为 2−4 次/月，将每月、每三个月、半年或每年一次归类为

1−12 次/年，将每年几乎从来没有和其他归并为 0 次/年或更长时间。图 3、图 4 可以发现，无论子

女居住远近，和父母交流次数大多集中在每月 2−4 次。但是从见面次数来看，同村而住的子女，

每周与老人见面 2 次以上的占 75.5%，但子女同县、外县以外，见面次数显著下降。可见虽然通讯

技术可以缓解空间距离对交流的影响，但对见面次数却仍然影响巨大。再利用 Ordered Probit 模

型来验证，回归结果与图 3、图 4 结论相类似。②

将见面和交流变量放入模型中，表 6 有两个重要发现：首先，子女见面、交流次数越少，老人

认知健康水平越差。在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相比子女每周见面 2 次以上，见面 1−12 次 /年和

0 次/年或更长时间时老人的智力完整性分别下降 0.19 和 0.34 分值（5% 的显著水平）；相比子女

每周交流 2 次以上，交流 0 次/年或更长时间会使得老人记忆力下降 0.18 分值（在 10% 的显著水

平）。其次，夫妻同住且子女同县对老人智力完整性的影响程度比表 5 第（1）、（2）栏所示的结果

要低。由此推断，子女同县居住会通过增加见面交流这一中介渠道对老人认知健康产生影响，但

加入见面和交流变量后，系数的下降程度并不是很大。一个可能原因是配偶照料确占主导，而子

女照料仅起补充作用，此时隐私自由权的健康收益占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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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子女居住与见面次数

表 6    子女居住模式、交流见面对老年认知健康的影响（FE，参照组：亲子同住）

（1）记忆力 （2）智力完整性 （3）记忆力 （4）智力完整性

一人独居+子女同村居住 −0.143（0.271） 0.196（0.182） −0.161（0.272） 0.191（0.182）

一人独居+子女同县居住 −0.338（0.356） 0.169（0.267） −0.352（0.356） 0.153（0.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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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们尝试用子女居住的实际距离（公里）作为距离远近的变量，但一来该变量的缺失值较多，二来存在测量偏误，且与实际可达性并不

线性一致，所以最终没有使用此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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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们还匹配了实际居住模式与意愿（理想）居住模式的样本，考察预期居住一致性与

子女照料的关系。2011 年和 2013 年调查问卷有相关问题，统计发现：意愿与实际居住相同的样

本占 58%，其中无配偶老人（65.32%）高于有配偶老人（56.84%）。与实际居住相比，无配偶老人的

意愿居住中亲子同住占比略高，非同村居住占比略低。有配偶老人的意愿居住中亲子同住占比

略低，非同村居住占比略高。但意愿居住中非同村居住并不能具体细分子女同县和远距离居住，

这限制了进一步的分析。即使如此，仍可以发现无配偶老人与子女的居住安排更符合预期，因为

没有配偶的照料，子女相对而言成为重要的照料力量，所以子女居住离父母更近。

（四）异质性分析：分年龄、性别和教育程度。上述影响机制也可以通过异质性进一步得到佐

证。考虑到老年人对照料的需求会随着年龄增长而日益上升，尤其对高龄老人而言，相比于隐私

自由权，子女家庭照料可及性对认知健康的改善效应可能会占主导地位。专门针对 70 岁以上和

75 岁以上年龄组老人进行检验。利用分年龄样本，回归结果（表 7）显示，居住模式与不同维度认

知健康指标之间的关系表现迥异。相对亲子居住，当老人处于高龄（75 岁以上），子女同村或同县

产生的智力完整性的健康优势开始消失，子女远距离会使记忆力分值平均低 1.1 分（5% 显著水

平），下降约 20%。换言之，对于高龄老人而言，相比子女远距离，亲子同住（同一屋檐）对其记忆

力指标的提高更有益。这一方面表明，随着老人年龄的增加，配偶之间的照料能力下降，子女照

料的作用逐渐凸显，相应地子女居住距离越远、家庭照料可及性越不足，越不利于高龄老人认知

健康。另一方面也与前文提及的居住模式对两个维度认知健康指标的敏感性存在差异有关。
 

表 7    居住模式健康效应在不同年龄群的异质性（FE，参照组：亲子同住）

（1）记忆力 （2）智力完整性 （3）记忆力 （4）智力完整性

70 岁以上 75 岁以上

一人独居+子女同村居住 0.171（0.355） 0.0142（0.218） 0.030 8（0.402） −0.142（0.275）

一人独居+子女同县居住 0.355（0.501） 0.240（0.375） −0.266（0.806） −0.212（0.537）

一人独居+子女远距离居住 0.151（0.766） 0.416（0.665） 0.041 2（0.859） −0.065 1（1.062）

夫妻同住+子女同村居住 −0.070 3（0.187） 0.256*（0.154） −0.148（0.331） 0.171（0.250）

夫妻同住+子女同县居住 −0.159（0.244） 0.588***（0.22） −0.547（0.435） 0.27（0.325）

夫妻同住+子女远距离居住 0.151（0.368） 0.022 8（0.309） −1.052**（0.52） −0.278（0.429）

 

 

续表 6    子女居住模式、交流见面对老年认知健康的影响（FE，参照组：亲子同住）

（1）记忆力 （2）智力完整性 （3）记忆力 （4）智力完整性

一人独居+子女远距离居住 −0.018（0.515） −0.014（0.393） 0.004（0.511） −0.009（0.395）

夫妻同住+子女同村居住 −0.037（0.112） 0.099（0.09） −0.056（0.112） 0.099（0.09）

夫妻同住+子女同县居住 0.326**（0.158） 0.288**（0.125） 0.322**（0.159） 0.29**（0.125）

夫妻同住+子女远距离居住 0.402（0.253） 0.192（0.168） 0.421*（0.252） 0.208（0.168）

交流 2−4 次/月 0.027（0.093） 0.077（0.072） − −

交流 1−12 次/年 −0.175（0.115） −0.04（0.089） − −

交流 0 次/年或更长时间 −0.125（0.119） −0.18*（0.092） − −

见面 2−4 次/月 − − −0.032（0.115） 0.009（0.084）

见面 1−12 次/年 − − −0.191*（0.106） −0.048（0.083）

见面 0−次/年或更长时间 − − −0.342*（0.203） −0.165（0.159）

观察值 12 408 13 333 12 408 13 333

R-squared 0.071 0.029 0.071 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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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7    居住模式健康效应在不同年龄群的异质性（FE，参照组：亲子同住）

（1）记忆力 （2）智力完整性 （3）记忆力 （4）智力完整性

70 岁以上 75 岁以上

观察值 5 025 5 606 2 448 2 801

R-squared 0.122 0.057 0.156 0.081
 
 

分性别的回归结果表明夫妻同住且子女同县对老人认知健康改善主要体现在男性老人身

上。①一个可能的解释在于女性被认为在照料活动中具有先天优势，不必后天培养获得（Budig 等，

2002），因此在夫妻同住模式下，男性更容易从妻子处获得照料，而女性并不必然会从丈夫处获得

照料，相应地子女照料可及性不足对男性的影响较小。另一方面，相比于男性，女性独居老人在

子女同村居住中会有认知健康收益，可能的原因在于丧偶女性老人由于经济状况不如丧偶男性

老人，更需要子女照料帮助。回归结果还显示，相比亲子居住，即使子女同村或同县，高龄（75 岁

以上）男性独居老人的智力完整性指标均显著恶化，降低了约 1.19 和 2 个分值（分别在 1%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下降幅度约为 21% 和 30%。即对于高龄男性独居老人而言，因其更依赖亲

子照料，子女近邻而居不如子女同一屋檐下。

分教育程度的回归结果显示，夫妻同住且子女同县对老人认知健康改善主要体现在小学以

上的群体中。这可能是因为受教育程度高的个体对隐私自由权的需求更大，可从独立居住中获

得更多的健康收益，同时配偶照料可以替代子女照料。夫妻同住且子女远距离会使高龄老人认

知健康（记忆力分值）恶化下降主要体现在低学历人群。相比亲子同住，夫妻同住、子女远距离居

住会使小学以下老人的记忆力低 1.31 分值（5% 水平上显著），下降幅度约 25%，表明对于低学历

老人，子女同一屋檐下更能维护其认知健康，相反子女远距离会使其智力完整性分值下降。

上述异质性分析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家庭照料可及性与隐私自由权在认知健康收益中存在

的差异。高龄老人对照料的需求较为迫切，而对隐私自由权的需求逐渐弱化，即子女家庭照料可

及性对认知健康的改善效应可能会占主导地位。即使子女近邻而居，可能并不一定能及时提供

家庭照料；相比而言，亲子同住的优势体现在照料可及性高上，而此时尽管隐私自由权比较弱，

但并不是最重要的。尤其对高龄（75 岁以上）男性独居老人，子女近邻而居不如与子女同一屋

檐；子女远距离居住会使夫妻同住的低学历高龄老人认知健康（记忆力分值）恶化。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城镇化浪潮下我国农村老年人逐渐从亲子共同居住向独立居住转变，传统家庭照料可能面

临大面积缺失的风险。但同时也逐渐出现了子女居住在同一县市内的“分而不离”或“离土不离

县”的近邻居住格局，有可能可以弥补家庭照料缺失风险。正是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将子女居住

距离远近纳入居住模式对老年人认知健康影响的研究中，关注家庭照料可及性与隐私自由权在

其中的影响作用。

利用 2011−2015 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数据（CHARLS），在通过面板固定模型和工具变量

结合控制内生性偏误后，实证结果发现：首先，夫妻同住时，老人独立居住相比于亲子居住总体

上更利于其认知健康，但在丧偶情况下，独立居住则很难获得认知健康收益；其次，夫妻同住情

况下子女同县的近邻居住为最佳距离，但随着老人年龄增长，子女近邻居住所获得认知健康收

益下降。就机制而言可能源于家庭老年照料由配偶提供，从而减缓了子女居住较远、家庭照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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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见面交流）可及性下降导致的健康风险，同时独立居住的隐私自由权的健康收益较高。但对

高龄老人而言，子女居住较远明显不利于独立居住时的认知健康水平，甚至不如亲子同住，这凸

显了家庭子女照料的重要性。尤其异质性分析发现，高龄男性独居老人，子女近邻而居不如与子

女同一屋檐；子女远距离居住会使夫妻同住的低学历高龄老人认知健康（记忆力分值）恶化。

因此，对维护改善老年人认知健康而言，存在一个子女居住的最佳距离，即家庭照料可及性

和隐私自由权的健康收益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性，且这种替代性的边际平衡点在不同类型老人

中存在异质性。本文研究发现对平衡子女个人发展机会和传统家庭保障责任之间的矛盾、实现

新型城镇化道路和“健康老龄化”的协同发展具有一定指导价值。具体而言，有以下几方面的建

议：首先，将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有机结合，创造条件让农村青壮年有机会就近发

展。2014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引导约 1 亿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在有条件的

地方开展就近城镇化是缓解农村老人照料和青壮年个人发展之间矛盾冲突的重要途径。第二，

通过政策设计，鼓励农村青壮年与父母临近居住。可以效仿新加坡对购买二、三代同住的房子给

予优惠，也可以参考海外诸多国家以家庭为单位的收入计税减免等方式，对农村有老人近邻居

住的建房修房行为给予补贴和支持。引导开发代际亲情住宅，鼓励家庭成员与老年人共同生活

或邻近居住。第三，加快农村地区社会化照料体系建设。增强对农村独居老人的社会关爱，缓解

这些群体因为家庭照料缺失带来的健康冲击。对本文所发现的那些认知健康脆弱性更高的群

体，要精准提供照料支援，以尽量减缓其认知能力的下降。

　　* 感谢封进、陆铭、陈钊、兰小欢、张牧扬以及复旦大学研究工作坊、第 3 届中国劳动经济学者论坛年会、第

18 届中国经济学年会与会者的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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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ing in the Neighborhood or Living Together?
Residential Arrangement and Cognitive Health of

the Elderly in Rural China

Yu Yangyang1,  Chen Jie2

(1. School of Public Economics and Administration，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China; 2.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0，China)

Summary:  Under the wave of urbanization，the living mode of the elderly in rural areas in China has

gradually changed from parent-child living together to independent living. At the same time，the living pattern

of children living in the same county and city has gradually emerged，which is “separate without leaving” or

“leave the land but not leave the county”. At present，the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iving mode

and the health of the elderly seldom takes children’s living situation into account，and there is no strict causal

inference analysis on the cognitive health of the rural elderly. Based on the above，this paper studies the im-

pact of children’s living distance on the cognitive health of the elderly. Meanwhile，this paper pays more atten-

tion to the impact of family care accessibility and the right to privacy of independent living.

Using 2011−2015 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data，after controlling en-

dogeneity bias by combining the panel fixed model and instrumental variables，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First，when couples live together，the elderly living alone is generally more conducive to their cognitive health

than parents and children living together，but in the case of widows or widowers，it is difficult to get cognitive

health benefits from living alone. Second，when couples live together，the best distance is the neighborhood of

children living in the same county，but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age of the elderly，the cognitive health benefits

of children living in the neighborhood decrease. As far as the mechanism is concerned，it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fact that the elderly care in the family is provided by the spouse，so as to reduce the health risk caused by

the remote living of children and the decrease of accessibility of family care（such as meeting and communica-

tion），and the health benefits of the right to privacy and freedom of independent living are higher. However，

for the elderly，living far away from their children is obviously not conducive to the level of cognitive health

when they live alone，or even worse than living with their children，which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care

from children. In particular，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finds that the elderly living alone with children living in

the neighborhood is not as good as living together with children；children living far away will make the cognit-

ive health（memory score）of the elderly living together with low education wor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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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prises，and the degree of financialization i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average degree of

financialization of other enterprises in the same industry or province. To overcome endogeneity，we employ an

instrumental variable approach based on peer firms’ average stock idiosyncratic returns and idiosyncratic

volatility. Our results are still robust even after controlling endogeneity. Besides，our results are also robust by

conducting a series of other robust tests. Furthermore，we explore the motivation of financialization peer ef-

fects from three aspects：information learning，maintaining competitive balance and reducing agency cos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otivation of “information learning” and “agency cost” is the potential reasons driving

the financialization peer effect of enterprises. Specifically，follower enterprises with information disadvant-

ages are inclined to imitate the financialization behavior of leader enterprises  with information advantages in

the same industry and province，otherwise，it is not true. The peer effect of financialization is more pro-

nounced among enterprises that face environment with a higher degree of information asymmetry，and a high-

er degree of uncertainty. And the peer effect of financialization of enterprises with higher agency cost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or enterprises with more serious director corruption） will be stronger. In addition，we exam-

ine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enterprise financialization peer effects，and find that the financialization

based on peer effects reduces the idiosyncratic risk of enterprises while increases the systemic risk and the total

risk.

The main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that：（1） It provides a new microscopic perspective for under-

standing the occurrence and strengthening mechanism of “transforming the economy from substantial to ficti-

tious” in China. （2） It expands the literature on enterprise financialization. （3） It enriches the research on the

peer effect of financial decision-making.

Key words:  “transforming the economy from substantial to fictitious”； financialization； peer

effects； im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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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fore，to maintain and improve the cognitive health of the elderly，there is an optimal distance for

children to live，that is，there is a certain substitu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ccessibility of family care and

the health benefits of the right to privacy of independent living，and the marginal balance point of this substitu-

tion relationship is heterogeneous in different types of the elderly.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provide a basis

for decision-making to balance the conflict between children’s personal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and tradi-

tional family security responsibilities，and to realize the new urbanization path and the coordinated develop-

ment of “healthy aging”. Specifically，there are three suggestions: First，the new urbanization strategy and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should be organically combined to create conditions for rural youth to have oppor-

tunities to develop nearby. Second，through policy design，we should encourage willing young people in rural

areas to live close to their parents. Third，we should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care system in rural

areas.

Key words:  living mode； live in the neighborhood； rural elderly； cognitive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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